
山東┌老區┘土地改革

與農民日常生活

● 張佩國

一　問題意識和研究策略

就土改的客觀社會歷史事實而言，我們不能否認國家權力對鄉村社會的正

式制度安排，但是，這些正式制度安排理應、實際上也確實受到村落社會地方

性制度的制約。這就要求研究者應從結構主義的外在視角轉向個體主義的參與

式觀察，真正揭示生活在地方社會中的農民眼中的土改到底是甚麼樣子。當

然，我的這一研究文本也力圖從地方性的日常�事中發現「革命」的宏富社會歷

史內涵。

在以往有關土改的大部分研究文本中，充斥了「社會結構決定論」或「歷史決

定論」的結構主義解釋。我們儘管可以從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國

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和柯魯克夫婦（Isabel Crook, David Crook）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

動》（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1這樣的紀實文學作品中

看到鮮活的人物、複雜的事件和動態的過程，但作者並無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理

性意識，也未能提煉出富有解釋力的理論概括。李康、方惠容關於土改的研究

文本2，再現了農民日常生活的話語表達和社會記憶，他們的觀察視角似乎較為

關注國家權力和村落社會的互動，而並未從「他者」的世界再現土改作為一種革

命實踐的內在邏輯。如果更多地採用社會人類學的「在地」式觀察視角，從農民

日常生活的邏輯出發來認識土改發生的社會歷史空間，可能會更為全面地再現

土改的實踐構造。讀者也許會注意到，我對土地改革的革命實踐作了與眾不同

的界定，這是因為，在山東「老區」，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反奸清算與三年內

戰時期的土地改革有+割不斷的歷史聯繫，共同組成土地革命實踐的連續性整

體。可以說，廣義的土改包括了許多的具體環節，如減租減息、反奸訴苦、劃

成分、分浮財、支前動員等運動。將土改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以我綿薄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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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不能勝任，在一篇短短的論文N也無法表達充分。本文只從劃成分、召

開鬥爭大會和分配土地及浮財這三項土改的主要內容，來透視土改發生的社會

歷史空間，但願不致割裂土改實踐的歷史連續性。本文對山東「老區」從減租減

息到土地改革的社會歷史進程做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試圖在上述問題意識層面

上來再現這段歷史。

二　劃分階級成分

我雖然不太同意用國家權力和民間社會的二分法來研究土改，但它確實

是一場國家權力改造鄉村社會的社會革命，與傳統社會內發性農民起義的邏

輯有+巨大區別。我們當然可以聯繫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進行歷史社會學的

宏觀研究，而同時也必須清楚地看到，土改畢竟是發生在村落社區生活空間

中的重大社會事件，中國共產黨政策設計的實施不可能不以農民日常生活的

邏輯為基礎。階級話語對村落社會的滲透，實際上服從於村落社區的社會分

化狀況和農民的日常道德觀。黃宗智認為：「關於階級鬥爭的官方建構和社會

現實之間的偏離存在於多個層次。土改時的階級鬥爭的主要舞台是村莊，但

真正的大地主通常都是不在村地主，他們中的許多人完全逃過了階級鬥爭。在

村莊N面，那些被作為地主和富農進行鬥爭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符合《土地改

革法》的劃分標準。」而一些錯劃份子，「僅僅因為是被放逐的外來者或者是幹

部的對頭，甚至僅僅因為運氣不好，⋯⋯成為階級劃分標準的技術性失誤的

犧牲品」3。

村落社區的社會分化程度不高，或者說土地佔有相對分散，這是土改工作

隊所面對的主要社會事實，階級話語向村落社區的滲透也不能不受到制約和限

制。在山東「解放區」的崑崳縣文山區柳林村，土改時，村N成立了由十五人組

成的「翻身委員會」，為了分配「鬥爭果實」，「以三畝地以上及是否落後為標準，

劃分了家N家外人。當時村幹部只知道劃分家N家外人是為了分果實，群眾思

想則是『家外人即得挨鬥爭』，至於翻身委員會，至今幹部也不知組織了幹甚

麼」。由於該村社會分化程度較低，在實際分配「鬥爭果實」的過程中，實在找不

出幾戶地主，於是侵犯「中農」利益也就成為必然，就連土改工作隊的成員也認

為：「中農的情況較為複雜，一般的上中農對人有輕微的剝削，但超過25%其生

活一般的是較為優越的，從本村看他們與地富的聯繫密切，又佔有較多的土

地，在土改中如果不動他們的土地，即滿足不了下中農及一部分貧僱農的要

求。」4由於該村社會分化程度不大，貧苦農民「翻身」要土地的熱情不高，用階

級話語動員農民缺乏社會基礎，甚至區幹部也沒有明確的「階級鬥爭」觀念。「在

分果實搬東西的當兒，區幹部張免之（女）同志的男人李前同志來了說『這樣弄好

嗎？』張即動員村幹少搬點、多留些。」5

即使是土地佔有相對集中的地方，農民日常道德觀也與階級話語有+巨大

差別。抗戰時期，山東莒南縣因該縣大店區大地主比較集中，就被作為減租減

息運動的重點縣。中共莒南縣委在事後的總結報告中寫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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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大店群眾久在地主欺騙壓迫之下，階級覺悟是不普遍的。⋯⋯因之啟發群

眾階級覺悟還是最基本的問題。我們人人原來都是平等的，勞動者創造天

下，沒有窮人勞動，地主就會沒得吃餓死，沒得住、穿而凍死，說明到底

是「窮人養地主呢？還是地主養窮人？」地主正以「財主養窮人」的假道理來

欺騙群眾，這道理不弄明白，群眾是不會起來鬥爭的。如在大店民校中，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測驗了一下，結果三分之一都舉手說「地主養咱窮人，人

家不給咱地種，不都餓死了嗎？」經過耐心進行上述教育後才弄明白，又都

舉手說「窮人養地主」了。

可是這樣的「階級教育」太抽象，離農民的日常生活還是太遠，工作隊就用

算「地瓜賬」的辦法進行教育：

如以一畝地瓜地來算，一畝地瓜地花費（最低數）地瓜種三十元，二車糞

四十元，九個工（種鋤翻刨）每工十五元，需一百三十五元，飯錢每天十元，

需九十元，總共花費二百九十五元；一畝地瓜地的收穫，起地瓜一千二百

斤，平分六百斤（指地主與佃戶對半分——引者註），每斤值三角五分，

共值二百一十元；結果種一畝地瓜地，佃戶賠上（地主剝削）八十五元。

二五減租後，多分七十五斤，雖仍然賠錢，但每畝就可多得五十一元五角，

這樣就更明顯地揭露了地主的剝削關係，使佃戶恍然大悟。⋯⋯經過以

上的耐心教育，解決疑問，啟發覺悟，有的就馬上會跳起來，「誰不喊×他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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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啟發階級覺悟」的教育，跳起來這樣喊的實際上是農民中的勇敢份子，真

正到減租的時候，有的佃戶還偷偷到地主那N說：「不干你事，也不干我事，都

是他們讓減的。」7農民日常生活的道德觀和村落社區的關係網絡仍然是「減租減

息」運動的主導因素。與其說是國家權力改造了鄉村社會秩序，還不如說是鄉村

的內部力量借助於國家權力而進行了資源和權力的再分配。下文對此還要詳細

闡述。

用階級鬥爭的話語對農民進行動員，還進一步表現在階級成分的劃分上。

劃階級成分與「階級覺悟」教育比起來，更具實踐性特徵，農民日常道德觀和關

係網絡所起的作用更大。山東省五蓮縣是三年內戰時期的土改典型實驗縣，在

1948年土改覆查過程中，全縣階級成分的劃分普遍存在+混亂現象。中共華東

中央局土改工作團在總結報告中這樣寫道8：

在土改覆查中，劃分階級成分缺乏正確的統一標準，它一般都不是經過群

眾討論來劃分，亦不是統一地進行劃分，成分的劃分都只是幹部自己主觀

的規定，在進行鬥爭時就規定誰是地主，誰是富農，在組織僱貧農時就規

定誰是僱貧農。中農一般分成自地中農、翻身中農（佃中農與新中農），或

是老中農、翻身中農、新中農。富裕中農許多稱為小富農。富農好多就稱

為地主惡霸。地主一般分別為地主、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等。因為劃時缺

乏標準，及為過左情緒所籠罩，所以毛病很多，標準不一。如在經濟上的

標準，有單按地畝多少、單按自地佃地、單按生活好差，有過輕微剝削的

即是地富，有過貪污偷盜等行為的即是惡霸，因經營副業生活優裕的亦作

為地富看待，在窮莊X是普遍的矮子X拔將軍，「找不到閻王就找鬼」，許

多中農被升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態度好壞亦作為定成分的標準，如做

過壞事的，在頑方、偽方幹過事當過兵的，有特務嫌疑的，有惡霸行為

的，和幹部關係壞的，階級成分就上升；關係好的及幹部積極份子本身，

階級成分就下降；有的則被挾私報復，有的查三代。此外，因為文化的差

異，也作為定階級成分的標準，如醫生、教師、會算會寫生活較好及其他

自由職業者，有許多被認為是大肚子。有的根本不劃階級，幹部主觀上認

為有錯誤的就鬥。

由此可見，劃分階級成分的實踐過程並不完全按照官方的階級話語操作，潛

存於地方幹部、農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觀反而通過官方階級話語的外

殼，以一種新的形式得以表達，「地主、富農、中農、貧僱農」的階級分類模

式，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實踐過程中被改造成地方性話語。特別是在

劃分階級成分的時候，農民雖然可以搬用官方的階級話語，但其背後起支

配作用的仍是村落社會日常生活的話語和道德觀。「階級」、「剝削」等官方話

語在農民的經驗世界N沒有相應的體驗，土改工作團通過為「老百姓所喜聞

樂見」的形式灌輸給農民的，僅僅是階級話語的外在符號，其真正的含義是不

為農民所理解的。所以，農民會用日常生活的道德觀來評價別人的所謂「階級

行為」。

階級話語的實踐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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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話語的實踐相對地根植於村落社會的日常道德秩序基礎上，或者說話

語的力量相對微弱，單憑階級話語去動員農民，中國共產黨是達不到改變農村

的舊有土地關係和社會秩序的預期目的的，階級話語實際上是和運動策略的運

用結合在一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階級話語的流行也是土改實踐的有機組成

部分。鬥爭大會是共產黨操作運動策略和宣傳階級話語的儀式化過程，下面通

過莒南縣大店區「查減」鬥爭大會的個案描述9，試圖再現作為這一國家儀式的社

會場景。

中共莒南縣委將「減租減息」作為運動的首要目標，親自領導組織了兩次鬥

爭大會（根據檔案資料推算，大致時間在1944年的上半年麥收前），會前先進行

了調查和階級教育工作。調查進行了八天，包括會議調查、具體調查、典型調

查、歷史調查、從地主口中調查。在調查研究之後，縣委和區委又進行了「誰養

活誰」的階級教育，前文已有描述，結果發動起來的是農村中的勇敢份子，老實

佃戶並未真正響應。就連村幹部也未能按照官方的階級話語來理解「減租減息」

運動。

鬥爭大會前，縣委首先召集了全區的村幹部進行「深刻的反省」，有的檢討

出被地主收買，有的心N「可憐地主」，有的不注意小佃戶。縣委感到必須首先

打通村幹部的思想。

大店東村農會長宋桂山，過去在地主家當狗腿子，前年投機到農救會X來

當會長，經常在地主大門X跑來跑去，在地主家中吃喝，給地主送消息，

群眾要鬥爭，他給地主當擋箭牌，當然也就貪污腐化，脫離群眾，沒有立

場。這次醞釀查減鬥爭中，他又受地主收買，軟化群眾。階級立場不明

確，與地主一桌上大吃大喝（地主往往借¶辦點小事，就大請村幹部），幾

乎成了大店村幹部的一種風氣，宋會長是村幹部抱粗腿的典型。

鬥爭大會前幾天，又召開了大店鎮及附近村莊群眾大會，鬥爭了宋會長，開展

了內部反「抱粗腿」的鬥爭。在鬥爭會上，宋桂山承認自己數次被地主收買及自

己如何「抱粗腿」、替地主說話辦事。全體會員一致要求撤換宋桂山的農會會長

職務，開除他的農會會籍，並當場成立了新的東村農救會委員會。

在減租鬥爭大會前，縣委還利用青年學生情緒易激動、婦女善於動感情的

特點，在青救會、兒童團、婦救會、識字班等組織開展動員工作。又把佃戶組

織起來，編成佃戶小組，加強集體教育，按不同要求，組織成減租的、找工

的、要錢的和追命的。在積極份子中按照鬥爭的需要，組成鐵嘴班、偵察班、

算賬的、看糧食的和喊口號的。

麥收前的第一次鬥爭大會經過精心策劃終於召開了。大會是以「減租大會」

的名義召開的，但縣委和區委確定這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從政治上大大削弱大

店地主的威風。事先也布置過先提減租問題，再提其他。主席宣布開會意義

後，雖再三強調提減租事，但第一個人發言就提出如何受地主打罵，受罰、受

中共莒南縣委將「減

租減息」作為運動的

首要目標，組織了兩

次鬥爭大會，在減租

鬥爭大會前，還利用

青年學生情緒易激

動、婦女善於動感情

的特點，在青救會、

婦救會、識字班等組

織開展動員工作。又

在積極份子中按照鬥

爭的需要，組成鐵嘴

班、偵察班、算賬

的、看糧食的和喊口

號的。



土地改革與農民 47
日常生活

氣等一連串提出來。打人出名的「八老爺」莊景樓，在大會上依然頑固，檢討時

說：「現在不打人了，怕手腕子痛，年紀大了也沒力氣了。」全場群眾暴怒起

來，一致要求打回來。「七老爺」莊英甫戴+眼鏡走進會場，大模大樣地坐在主

席的最前面，拿出筆和本子來，群眾說一條，他記一條，帽子推到後腦勺上，

每一條都搶+爭辯，不多久嚇得受壓迫的人不敢發言了，甚至一個老佃戶躊躇

了很久，站起來說：「七老爺，我也說幾句行不行？」嘴唇打顫了。鬥爭怒火愈

燒愈烈，有人帶頭高呼：「打倒喝血鬼莊英甫！」「打倒惡霸地主莊英甫！」「窮人

要翻身啦！」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群起質問，有的要錢、要地、要命，有的質

問他當漢奸，群眾要他摘下「二餅」，因為群眾最怕也最恨這代表「大地主七老爺」

的眼鏡。昔日威風凜凜的七老爺，在數千群眾面前低下了頭，而且生平第一次

蹲在地下了。其餘地主，如莊曉光、莊洪來、莊景良，是政府認可的所謂「開明

地主」，他們向群眾講了話，表示願意減租，群眾馬上喊出「保證減租、保證交

租」的口號（這也是預先策劃好的），並號召其他地主向他們學習。

鬥爭會後，有些小堂號地主說：「今天人家鬥的對呀，人家不是是地主就

鬥，莊景樓一輩子哪辦點人事，人家怎不鬥他？四余莊老實人，人家怎不鬥？

不是誰有地就鬥誰。」中共莒南縣委也認為，鬥爭會的矛頭大部分指向了官僚地

主莊景樓、莊英甫的政治統治，減租的要求基本未提出來。縣委就此總結道：

「這看出群眾對於封建經濟剝削的實質不易立即痛恨，而對於各個個人受地主無

理的欺侮最為痛恨的，我們對於組織這些群眾的切身要求的發言是不夠的。」

中共莒南縣委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發動鬥爭大會的目的是從政治上打擊

地主的「封建統治」，而且認為第一次鬥爭大會的打擊力度還很不夠，要再舉行

第二次鬥爭大會，徹底摧毀以莊景樓、莊英甫為代表的舊地方政府的統治力

量。不久，第二次鬥爭大會在密栗樹林N召開了。首先慶祝退租訂合同的勝

利，掌聲恆久不斷。接+，發言開始了，第一個提出來就是莊英甫。首要的罪

行是貪污，如貪污壯丁費，僱一人三百元而只給一百元、二百元，貪污白麵數

千斤，黃牛四頭，及辦鄉農學校每拔一名要洋八十元。此外，隨便向人民要東

西而不給錢，群眾怕打不敢去要。鬥爭大會上向他要賬的當時就有百人以上。

隨後，群眾又提出他當漢奸區長，領鬼子「掃蕩」，帶漢奸抓抗日人員。莊英甫

起初還抵賴，經數人證明親眼看見，才閉口無言。群情激憤，當場被群眾捆綁

起來送政府法辦。

大店的兩次鬥爭大會，雖然是以「查減」為鬥爭的直接目標，但官方的政策

設計也不得不服從於鄉村的社會秩序，打人、罵人、貪污等官僚地主的行為是

具體生動的，而租佃關係的階級話語解釋卻是抽象的，並不為一般的農民所理

解。正像中共莒南縣委在總結報告中所稱，鬥爭大會的根本目的在於打擊大店

地主的「封建政治統治」，中國共產黨最後關心的是摧毀舊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建立新政治權力的合法性。美國學者胡素珊（Suzanne Pepper）認為bk：

土地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推翻現存的農村精英階層。至於這個村莊是否由地

主統治則不是問題。主要的考慮是通過土改摧毀當地掌權者對政治和經濟

的控制，這是建立新秩序的關鍵步驟。

大店的兩次鬥爭大會

是經過精心策劃和組

織的，作為當時莒南

縣甚至整個山東「解

放區」的先進典型加

以推廣。即使如此，

鬥爭的儀式化過程也

要符合村落社會的日

常道德觀和權力秩

序。同時，利益驅動

機制是村民集體行動

的基本邏輯，這也與

他們的日常生活秩序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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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區」的先進典型加以推廣（中共莒南縣委的總結報告就由中共山東分局宣傳

部轉發各地研究學習）。即使如此，鬥爭的儀式化過程也要符合村落社會的日

常道德觀和權力秩序。同時，利益驅動機制是村民集體行動的基本邏輯，這也

與他們的日常生活秩序是一致的。

四　分土地、挖「浮財」

土改實踐構造中，土地、「浮財」的分配是以村莊權力結構的變動為前提

的，反過來，村落權力秩序借財富的再分配而得以重組。誰掌握了村莊政權，

誰就在財富再分配中佔有主導地位。山東「老區」的渤海區（大致相當於今煙台市

轄區），在1946年的土改運動中，村幹部多得田、得好田、得近田是普遍的現

象。中共渤海區黨委在一份總結報告中這樣寫道：

不少村幹自私自利，認為領導群眾翻身有功了，應該多享受些。有的村幹

與軍工烈屬列為一等，多分土地，甚至個別的還採用分紅制（八分給群眾，

二分歸農會，實際上為村幹掌握）。有的村幹感情自私，與自己感情好者得

好地，感情壞者得壞田，自己親屬也分好地。留土地和浮財曰「農會基

金」，實則為村幹掌握，留農會的牲口為村幹少數人輪流使用，同時對浮財

大肆揮霍、浪費、貪污，引起群眾不滿。分配土地中留之復員田、學田

等，也大部為村幹所營，群眾不得過問。

對於這些「事實」，「區黨委」用富農路線來概括bl：

正因富農路線的傾向嚴重存在，致村幹孤立，脫離群眾，引起群眾不滿，

同時也易使封建勢力抓住空隙進行反攻。不可否認，不少的村幹已被封建

勢力所收買，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必須引起我們高度注意。

當然，「區黨委」仍可以把這一問題解釋為統計學意義上的個別現象，並作為經

驗教訓進行總結，但這並不影響土改的所謂「積極意義」。

1947年，作為中共華東局土改實驗縣的五蓮縣（當時屬濱海區），在土改覆

查時，也存在+幹部多得土地的現象，中共華東局土改工作團在總結報告中列

舉了種種情形：

根據高澤區的材料，一般的情況是，從「雙減」以來「公歸公、私歸私」時即

得進土地的，地好地多的不少，如高澤的楊順、解清澤等即是；在覆查時

當權的幹部，不少除多得土地外，還多得浮財，如趙家郭村的陳立田等即

是；此外有些覆查中新起的幹部，也有只多得浮財的。⋯⋯這種情形，在

覆查時不能算少，至調劑前解決的也並不多。

土改實踐構造中，土

地、「浮財」的分配是

以村莊權力結構的變

動為前提的，反過

來，村落權力秩序借

財富的再分配而得以

重組。誰掌握了村莊

政權，誰就在財富再

分配中佔有主導地

位。山東「老區」的渤

海區，在1946年的土

改運動中，村幹部多

得田、得好田、得近

田是普遍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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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工作團認為這是村幹部的「富農路線」在作怪，因此必須進行糾正，「覆查」

之後的土地調劑工作中，重點解決村幹部多得土地的問題，而「浮財」大多已經

「花」了，一般只能檢討認錯了事bm。而對於和自己關係不好的或在運動中不積極

（一般是以是否參加會議及是否積極發言為標準）的村民，村幹部一般則在分配

土地和浮財時不予照顧。該縣鵓鴣崖村民李殿敖，因為脾氣不好，和村幹部有

意見，覆查時村幹部說他有特務嫌疑，未補地給他，以致他家每人平均土地僅

為0.53中畝，而全村每人土地平均數為0.93畝bn。

1947年7月，五蓮縣的大茅莊村在土改覆查時，「雖然有省府工作隊和區幹

部在村N工作，但具體工作的進行卻是由劉春芳（村公安員）操縱，分等級也是

他指定的。與他相好的就可以多分，他本人帶+果實屋的鑰匙，不住地去偷。

對貧僱農，他說：『窮人只要分多不要好。』因此群眾個個氣憤，但不敢講話」。

劉春芳還一度兼任村民兵隊長，經常在晚上以查戶口為名專門查「破鞋」。該村

村民李步甫，在1947年土改覆查時五十歲，「外號『大妮』，從小無地，紮長工

二十二年，46年秋天才回家，分了一點孬地，翻身不徹底，人很老實，現在還

是單身漢，覺悟不高，分東西很積極，討論公益事情或工作，則不願到會，到

會也不發言，一句口頭語是『咱是螃蟹過河，隨大流』」bo。

「挖浮財」比分土地帶有更多的日常道德因素，在土改中，因為缺乏生產資

料，有些村民就不願要土地，而「浮財」則可直接用於消費，分「浮財」過程中，

村民的生存倫理表現得更為強烈。大茅莊的李步甫認為自己在土改中未翻身，

發牢騷說bp：

咱不要說翻身了，分了一P花被還被別人硬拿去（按：被女民兵指導員弄

去），分了一個大甕連家也沒到就不見了（按：支前砸破），再說咱當僱工回

家來，人家給我一點地都是一級二級的孬地，翻甚麼呢？

打破舊權力秩序並不意味+新的合法性的建立，村幹部在土改中利用職權

多分土地和「浮財」，只會引起村民的反感，正像土改檔案中經常出現的說法，

「群眾普遍存在+不滿情緒」。那麼，土改對於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意義何在

呢？胡素珊認為bq：

「擁護」是共產黨所尋求並無疑得到了的東西，這是農民對通過重分財產獲

得的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的回報。但其過程卻極為複雜。黨內的批評說明，

鬥爭運動和分配財產所帶來的最初的階級覺悟，並非像1946-47年間所說的

那樣直接導致了與國民黨作戰所必需的各種支援。

要想透徹分析土改和支援前線的關係，還必須看到許多中間環節，這已不是本

文所能解釋的了。

中國共產黨為取得全國政權，當然希望贏得「老區」農民的廣泛支持，也就

是說要取得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土改過程中的村落權力秩序的變動，並未如

想像的那樣建立其真正的權力合法性，至少在村落這一層面上是如此，但土改

土改儘管不是自發的

農民運動，但其發生

與「土地法」的政策設

計是有相當大的距離

的。民眾的日常生活

實踐組成了地方性知

識和地方性制度，在

正式的制度安排向鄉

村的地方性知識滲透

過程中，官方文本中

「革命」的意義已逐漸

讓位於民眾的日常生

活世界。



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也就在於這一運動摧毀了舊的村莊統治秩序，使新的

村莊權力秩序基本符合中國共產黨政治動員的需要。對於土改的評價是以往的

研究文本必有的項目，我不打算再做這樣的工作，我只是將其經驗層次的發生

學機制做一番描述。從中看到，一項制度安排的立法學意義，實際上是服從於

制度運作過程中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邏輯。土改儘管不是自發的農民運動，但其

發生與「土地法」的政策設計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組成了地

方性知識和地方性制度，在正式的制度安排向鄉村的地方性知識滲透過程中，

官方文本中「革命」的意義已逐漸讓位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宏觀歷史社會

學的宏大結構性分析，如果沒有劃分階級成分、召開鬥爭大會、分土地、挖「浮

財」等土改具體環節的描述，也許其基本結論就是錯誤的。而我從農民的日常生

活邏輯出發，去揭示土改發生的社會歷史空間，如此努力可能是蹩腳的，但如

能使人們對該問題的認識向「歷史事實」的「彼岸」邁進一小步，也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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